                       中國教會史
蘇穎睿牧師
第二十六課：中國教會發展(1927-1937)
楔子
1) 無論對中國整個國家或是中國教會，1927-1937年一段非常關鍵性的時期，1927年4月，國民黨清黨，把共產黨員趕出黨組織；這意味著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相爭之開始，也啟開了30年代所謂的剿共行動，更因而帶來日本乘機侵佔中國，先是東北，後是中國整個國家。
2) 從教會歷史方面看，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再恢復宗教自由，非基督教運動也停止了，以後十年中國教會可以再一次逐漸發展。一方面我們看到整個中國教會自發性的復興，中國教會也漸本土化，不少領導復興運動的是中國傳道人，而非外國傳教士，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在這個時期無論在宣教士的人數及中國信徒的人數，或中國牧師的人數都有顯著的增加。
	
	1927年
	1936年

	宣教士
	4375
	6059

	按立牧師
	1696
	1865

	信徒
	446630
	536089


3) 然而，如果我們看看堂會的人數，卻發現在這個時期的教會堂數卻幾乎沒有增加，1923年的堂會數目是5420間，1936年的堂會數目是5800間。為什麼竟會有如此的現象出現呢？這正是我們要探求的一個課題。　
(1) 政局不穩
1) 教會的發展與國家政治是否穩定都有一定的影響。1927-1937年表面上是結束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國民政府宣佈統一中國，但事實上，軍閥割據所形成的地方軍事勢力依然存在，其中以馮玉祥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和李宗仁的桂軍力量最強。南京政府遂以裁軍為名，意圖削滅他們的勢力，形成關係漸趨惡化。
2) 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首的改組派，企圖連結馮、閻和李等軍事勢力與南京國民黨對衡，一時政局變幻，戰亂頻起，1929年至1930年，南京政府先後對李、馮、閻等作戰，取得勝利，蔣介石亦漸鞏固其勢力，在黨、政、軍中間取得一定性的領袖地位。

3) 1927年8月，中共在南昌正式建立自己的軍隊，勢力開始逐漸擴大，9月，毛澤東在湘赣邊界領導了秋收暴動。1928年4月朱德和毛澤東的隊伍在井岡山會師，建立了第一個根據地。並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4) 1930-1931年間，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軍對中國共產黨的江西中央根據地進行了三次軍事圍剿，均告失敗，第四次、五次軍事圍剿則因戰術成功而獲勝，紅軍被迫於1934年10月撤出江西根據地，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擴大會議，從此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此後，紅軍擺脫國民黨的追剿，於1935年10月抵達陝北，建立了陝甘寧的根據地。
5) 1931年9月18日，日本製造瀋陽事變，大事進攻中國東北地區。1932年1月28日，日軍又上海突擊中國駐軍，蔡延鍇、蔣光鼎和張治中將軍率領19路軍及第5軍奮起抗戰，苦守月餘，雖告失敗，仍引起國人注意。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3日本在長春宣佈成立「滿州國」，命前清廢帝溥儀為執政，但其只是傀儡吧了。1934年3月，改稱滿州國，溥儀稱帝。此後日本就以東北為基地，開始入侵中國，1935年日本進一步侵華，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集會，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全國人民響應，形成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史稱為一二九運動。
6)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擄劫了蔣介石，迫蔣介石放棄與共產黨內戰，全心合作抗日。國共開始商討合作，1937年七七事變和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國民政府亦感刻不容緩，宣佈抗日，並正式發佈改編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國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建立，從此中國展開了八年抗日之戰。

(2)  John and Betty Stam被殺事件
1) 究竟中國政治不穩，國共內戰對中國教會有何影響呢？John 和Betty Stam被殺例子叫我們更加明白當時的情況與問題。
2) 1934年，John 和Betty Stam均是美國人，他們攜同三個月大的女兒Helen參加了中國內地會，在中國作宣教士，他們被派往到安徽省的 Jinde事奉， Jinde是中國東部的一個小鎮。一天，鎮長通知他們，有情報說紅軍要捉拿他們。正當他們預備離去時，共軍已經來到，並要求撈取他們全部銀紙，然後帶他們前往紅軍的總部。起初，他們只帶走John，留下 Betty 及女兒Helen，他們的工人及廚師要求同往，但被拒絕，最後共軍也把 Betty及 Helen帶走。那晚， John Stam寫了一封信給中國內地會總部，但始終未能寄出，後來CIM從 Helen的衣服中找到這封信，這封信是說明共軍要求勒索 $20,000，並且詳細講述他們是如何被擄劫，最後，John 引用了腓立比書一：20說：「無論是生是死，總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其後John 及Betty被囚在獄中。因當時獄中有人滿之患，於是他們便釋放其中一些被囚人士，好叫獄中可容納 John and Betty，其中一名被釋放的問共軍：「為什麼要殺一個無辜的BB，共軍惱怒，問：「你願否替這些外國人受死？」然後就把他殺掉。
翌日，他們被共軍帶走，往西逃，約有十二里之遠，來到一個名叫Miaoshan的地方，晚上 Betty 獲准餵BB；Betty趁此機會把BB收藏在布袋裏。翌日早晨，共軍帶著John及Betty在巿內遊街示罪。其中一個商人出面要求共軍釋放他們。共軍要求那人退下，他不肯，結果被殺，並在他屋內搜到聖經及聖詩，最後John及Betty分別被殺。 
二日後，一個中國牧師發現了BB，把他帶回家中，由Lo Ka-Chon牧師帶著小孩交給 Betty的父母 Charles Ernest Scott牧師夫婦。後來 Helen被交給她的uncle George and Helen Mahy撫養成人，CIM取得他們遺體，在中國把他們埋葬，墳碑上寫著
John Cornelius Stam Jan. 18.1907
That Christ May be glorified whether by life or by death.(Phil. 1:20)
Elizabeth Scott Stam Feb 22, 1906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謀殺John及Betty Stam紅軍統帥Huaizhon Sum及Hong Jun Nil，其中Hong Jun Nil日後為河北省的副主席，直至1966年才逝世。 
3)  事實上，遭共產黨軍人謀殺的傳教士不只Stam夫婦，另外，浸信會宣教士John Birch (1947)，天主教傳教士Brother Benedict Jensen, Augustine Holjum都分別在1947年被共軍謀殺。此外，在1930 年，兩個女西教士亦在Kian小鎮被擄劫及殺害，而且通常他們的手法都是非常殘忍的。這只是外國的傳教士，若然以中國信徒計，遭受殘害的真不知有多少，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中國不少地方，尤其在西北或遍遠鄉村的地方，受到共軍控制之處，不少教徒都被殺害，這對教會的發展形成一大威脅。    
4) 所以，在這段時期的中國教會，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發展，我們即管把中國分為三大地區：沿海城巿、內地、及邊荒；沿海一帶的教會比較興旺，發展也迅速，單以本色化的「基督徒會」（創自上海）為例，在1936年在浙江有13間，在河南有15間，在江蘇有七間，福建有六間，到1949年時，浙江增長至128間，河南44間，江蘇5間，但山西、陝西、雲南則一間也沒有，所以沿海的教會比較興旺，西北（受共軍操縱）的教會在增長上是較慢的。
(3) 中國荒邊的教會情況
1) 雖然我們看到1930-1940年代的中國教會，主要的增長來自沿海一帶，但這並不是說在荒邊的境內沒有教會的存在，相反的，在雲南四川一帶看到福音的種子撒在這土壤上。
2) 談到中國教會在少數民族的情況，我們不能不提「王志明牧師」了（1907-1973），他是苗族人氏，在雲南的武定(Wuding)縣長大及事奉，他是在1973年12月29日被共產黨處決，理由是：他是基督徒牧師。在1998年，在英國倫敦的西敏寺豎立了十個二十世紀的殉道者的像，王志明便是其中一個；1981年他得到平反，共產黨賠償了人民幣1300圓給他的家庭，並准許家人為他在墳墓上立碑。
3) 事實上，他的故事是非常感人，他的見證也帶給人不少的鼓勵，早在1907年，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Samuel Pollard, Arthur Nicholls, George Metcalf及Gladstone Porteous到達武定，他們從昆明騎驢仔經過數日才到達這山區。此時，適好瘟疫流行，不少人逃走避開瘟疫，但這些傳教士都不怕危險老遠跑到這山區，為這些病人治病，不能醫的則為他們禱告，埋葬他們；又教他們衛生及醫學去避開瘟疫，他們的愛心深深感動了那些苗人，不少人願意相信主，歸入教會，王志明也是其中一位，後來更受神學訓練而成為牧師，到了1947年，武定一帶已經有超過130,000基督徒，佔了全國基督徒人數的20%，增長非常迅速。
但到了共產黨時代，超過21個基督徒領袖被捕，有些甚至被處決；這包括當時的領袖王志明牧師。在1973年12月29日，當王牧師被公審及處決時，在球場上有一萬人觀看，其中不少是基督徒，他們齊來支援王志明牧師，場面非常感人。
這故事載於God Is Red一書內，有趣的，經過共產黨幾十年來的壓迫及殘害，單以武定來計，王牧師被處決時他的教會有2795基督徒，到了1980年，已增長至12,000人，如今超過三萬個信徒，分散在超過100個聚會地點。
4) 除了在武定之外，大理亦是一個教會蓬勃的地方，如今雲南有超過一百萬基督徒，不少數民族有不少信徒，都是先前的外國宣教士，付出了他們的生命與青春的結果，但可惜不少華人信徒卻不大理會，而他們在中國的墳墓不住受到中國人殘踹，這實在是中國人一大恥辱。
5)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就是在1930年代，荒邊的福音工作已經有相當成績，特別在一些少數民族當中，那些內地會的宣教士都留下美好的果子，或許在統計上未及注意這些邊荒的教會吧了！

(4)   教會模式的問題
1) 另一個導致堂會數目沒有增長的原因是當時的教會模式。在30-40年代，其中不少教會是以細胞小組形式出現，每個單位不超過150人，家庭單位大約30-50個之間，他們沒有教堂，敬拜及聚會都在家庭中進行，他們不用外資來建教堂，也不鼓勵聘請受薪傳道人，由幾個受過訓練的會友擔任牧養工作，正因如此，教堂的數目沒有增多，但教徒卻是增多了。
2) 上述的教會模式的教會有耶穌家庭，另外小群教會亦有類似的模式，在這個時代的教會，這樣的模式在不少的地方教會是相當流行的，事實上這也無形中預備了1950年後家庭教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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